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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劳动努力的
农业高质量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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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既定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改变了农

业劳动力的劳动努力及其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通过构建包含劳动努力的农业生产函

数,将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分离出来并加以估算.结果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农

业劳动力的劳动努力推动农业增长质量提高了７２．５％,解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

４１．８％;期间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呈逐渐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趋向减

缓.总体上体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幅度较大,
而经济落后地区或农业大省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幅度较小.据此

建议促进土地经营权转让或交换,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以提高其劳动努力和农业高质量

增长的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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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增长长期依赖化肥农药等投入的增加,２０１９年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分别是１９９１年的

１９２．６％、１９０．２％,达到５４０３．６万吨、１４５．６万吨,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施用量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

２．３、３．５倍① ,单位面积耕地农药施用量分别是美国和法国的４．６、３．３倍[１]② ,也超出了国际公认的“适
量”范围[２],过量的化学品投入不但造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耕地结构、降低农产品质量[３Ｇ４],也
使化学品投入的边际产出减少,农业生产效率下降,难以维持农业持续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５].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利用科技创新驱动农

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有效提升,改善农业经济效率,最终达到农业经济增长的提质增效,实现农

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６Ｇ７].其后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明乡村振兴必须坚持质

量兴农,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以克服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
实现农业高质量增长.

一方面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８Ｇ９],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的积

累方式为智力投资和普及教育[１０];杜江等结合中国情境,发现中国农户倾向于采用非正规教育投资

来增加人力资本和学习实用技术[１１],孙敬水等也证明人力资本对农业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不同的

是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正规的初中教育[１２].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决

定性因素,通过技术投资和R&D规模扩大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１３Ｇ１４],姜涛[１５]、张日



新等[１６]、赵丽娟等[１７]证明了R&D投资对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贡献.利用农业技术创新改造传

统农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增长质量提高[１８Ｇ１９],郝一帆等认为还可以通过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农业技术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改善农业增长质量[２０].
这些学者研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农业增长及其增长质量的正效应,其前提假设是农业生

产者具有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动机,也隐含假设了只要存在收入激励,农业生产者均会努力去增加人力

资本投资和寻求新技术,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虽然新技术可以带来更高的农业收入,但不一定

能激励农户努力去获取新技术.
在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的背景下,农户收入不能完全通过农业生产而获得

继续提高,其收入的增加更依赖非农产业活动[２１],促使农户家庭劳动力按相对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青
壮年家庭成员进入非农业部门以获取更高收入,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①.随着非

农部门家庭成员分享的非农收入较快地增加,这部分收入与农业生产者的劳动无关,具有纯收入效

应,使农业劳动力的劳动努力和技术投资努力随之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增长质量.然而传统文献

认为农业收入与人力资本或技术投资正相关,忽略了家庭成员分享的非农收入对农业生产者劳动努

力的影响,实际上农户人力资本或技术投资的努力不是仅仅由农业收入决定,而是由农业收入和非农

收入共同决定.因此本文基于既定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从理论上分析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共同

引起的劳动努力效应及这种效应对农业增长质量的影响,构建包含劳动努力的农业生产函数,将劳动

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分离出来,并加以估算.

　　一、劳动努力变化机制及其农业增长质量效应

　　由于土地经营规模小,农户不能仅凭土地或农业生产继续提高收入,其收入的增加更依赖非农产

业活动[２１].２０１６年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纯收入的比例由１９８５年的４８．１％下降为１９．７％,此时农业

作为农户维持生计和增加收入的职能已被严重弱化.虽然农户家庭劳动力分工的目标是实现收入最

大化,但农业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所有者,其时间分配于劳动和闲暇之间并追求效用最大化.假定劳

动力的效用函数为U(L,l),劳动通过劳动收入而产生间接效用,L 、l分别表示劳动、闲暇,则劳动

的边际效用可表示为dU/dL＝(dU/dW)(dW/dL),其中W 是劳动报酬;闲暇的边际效用可表示为

dU/dl.只有在劳动的边际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时,农业劳动力获得的效用最大,也即

dU/dL＝(dU/dW)(dW/dL)＝dU/dl.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单位时间劳动报酬dW/dL 上

升,那么dU/dL ＞dU/dl,农业劳动力将通过增加L 减少l ②,重新使dU/dL ＝dU/dl而获得效

用最大化,所以农业劳动报酬增加,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努力程度上升,劳动投入增加,也即农业收入与

劳动投入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农业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较低,农业收入的增长还不足以使其替

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
农业劳动力作为家庭成员有权分享其他家庭成员的非农收入,其无偿分享的非农收入与其提供

的劳动无关,非农收入对农业劳动力仅具有收入效应没有替代效应,因此随着非农收入增长,农业劳

动力努力程度下降,从而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这表明非农收入与劳动投入之间存在一个反向关系.
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食物或减轻子女负担[２２],致富欲望明显低

于青壮年,农业收入对老年人的激励作用较弱.参与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减少劳动投入

而出现“偷懒”③行为时,其分享的家庭收入份额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赡养老人”的传统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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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８５年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农户家庭纯收入的４８．１５％、１３．１８％,２０１６年这二者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７４％、４０．６２％,也表

明非农收入增长快于农业收入增长.
虽然劳动报酬增加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但就目前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相对低的现状来看,应该是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从而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增加.
这里“偷懒”的意思是减少劳动投入.



观念占有支配地位,法律也规定了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２３],因此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既有“偷懒”的动

力,又不被惩罚,甚至“偷懒”行为还得到家庭成员的鼓励,相对于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来说①,其非农收入

增长所带来的劳动投入减少效应更为显著.
总之,农业劳动力劳动投入取决于非农收入的纯收入效应、农业收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农

业收入提高可以激励农业劳动力提高劳动努力和劳动投入,而非农收入增加则具有相反效应.庞丽

华等[２２],白南生等[２４],李琴等[２５]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导致老年人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主要比较的

是外出务工家庭与非外出务工家庭之间老年人劳动投入的横向比较,或者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前后的

老年人劳动投入比较,故而得出前述结论,但这些文献忽略了比较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纵向比较老

年人劳动投入的持续变化趋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随着非农收入增长,纯收入效应逐步增大,此时

农业收入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变化之和小于纯收入效应变化,老年人劳动投入因此减少.
现有文献也发现退休金或转移收入等非农收入降低了老年人劳动投入[２６Ｇ２７],这也表明退休金和城乡

养老保险的纯收入效应大于农业收入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之和,使老年人劳动投入减少,在其他条

件不变时,如果非农收入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劳动投入减少效应更为明显②.当然如果非农收入增

长并不多,其带来的纯收入效应也不足超过劳动收入增长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此时老年人就会增

加劳动努力和劳动投入.
高质量增长依赖技术进步,而劳动力分配至农业生产管理的时间变化,将对农业技术进步和资本

效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具体体现为:(１)新技术获取.由于农户均属于小规模经营方式,无力研发现代

新型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的更新需要其他相关科研部门来完成,与工业部门中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大

多为同一主体的特点不同,农业技术的供给和需求双方是不同的主体,为了加快农业新技术的广泛应

用,许多国家的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以解决农业技术供给和需求相分离的问题.
而农业技术的扩散需要劳动力花费时间进行个人与社会交流,以发现、认识、评估和采纳新技术[２８Ｇ２９],
如果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过低,表明农户学习农业新技术的机会成本很高,那么农户就不愿意

付出时间去学习这种新技术,更乐意低成本地固守传统耕作技术.(２)经验模仿.农户之间通过日常

关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业机械使用、种植管理、耕作经验、新品种获取等交流,可以相互模仿对方的

生产管理经验[３０Ｇ３２],劳动力分配至农业的时间减少,将使相互模仿的可能性下降.(３)固定资产的使

用效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土地、灌溉等相关设施的充分发挥,也需要农户付出时间去细心琢

磨,用心学习,掌握其技术特点与性能[３３Ｇ３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能.
目前农户耕地意愿低的根源在于土地经营规模小,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可以减少务农收入与

务工收入差距,会提高农户耕种意愿[３５]和劳动投入,当农业收入足够高时,家庭成员会减少外出务工

并致力于农业生产,农业收入的替代效应将大于其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的纯收入效应之和,扭转劳动

努力和劳动投入下降趋势.因此随着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扩大,有利于提高农业收入占农业劳动力总

收入比例,增加劳动努力,增强其对农业新技术获取的激励和动力,促进农业增长质量提高.反之,农
业收入占农业劳动力总收入比例下降,农户更不愿意投入劳动去获取农业新技术,农业高质量增长变

得困难.

　　二、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贡献的模型设定

　　十九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途径在于从依赖要素投入的旧动能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

新动力,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后文简称 TFP)提高[５,１０],因此本文以

TFP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来衡量农业高质量增长.传统 TFP核算中,劳动投入往往以劳动力人

数来衡量,假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是一致的,这不能反映实际劳动投入的时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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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青壮年劳动力“偷懒”会被家庭成员惩罚.
此处是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纵向比较非农收入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的变化趋势.



异,本文借鉴Stigliz[３６]的效率工资理论和 McMillan等[３７]的劳动努力概念①,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引入

劳动努力,实际上承认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存在差异,也即劳动努力存在时空差

异,因此农业生产函数设定为式(１):

Y＝α０ (ωL)α１Kα２Mα３D１－α１－α２－α３ (１)

Y 、L 、K 、M 、D 分别表示总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中间投入和土地投入,α０ 是常数,α１
、

α２、α３ 是参数且０＜α１＜１、０＜α２＜１、０＜α３＜１,ω是劳动力的劳动努力.由于劳动努力是不可观察

的,本文假定劳动力都是理性的,通过合理安排时间以获得最大效用,据此确定劳动力的最优劳动努

力,则实际有效劳动投入为ωL ,两边同时除以D ,可以得到单位土地产出,如式(２):

ym ＝α０ω
α１lα１kα２mα３ (２)

其中ym、l、k、m 分别是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假定每个农业

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面积为dp,其农业收入占农业产出的比重为β,则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农业收入ya

由式(３)可得:

ya＝βdpym (３)
农业劳动力享有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前者与其劳动努力相关,后者与其劳动努力无

关,因此前者增长会激励劳动力增加劳动努力,而后者增长会激励劳动力减少劳动努力.如果其所享

受的农业收入相对于其所享受的非农收入越多,那么农业收入给其带来的效用越高,反之越低.农业

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其从事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效用最大化,由于农业劳动力对效用的判

断以其所享有的非农收入为参照,在 McMillan等[３７]的效用函数基础上,本文设定单个农业劳动力的

效用函数为式(４):

U(y,ω)＝C
yT

yT
＋r

ya

yT
－
ωz

zδ
(４)

其中C、r为常数,分别代表非农收入效用的参数、农业收入效用的参数;yT
为农业劳动力享有

的且由其他家庭成员创造的非农收入,z、δ是农业劳动力的偏好性参数,z≠０,δ＞０.假定每个劳动

力都是理性的,把式(２)、式(３)代入式(４),可得到效用最大化时劳动力最优的努力程度ω∗ ,
如式(５):

ω∗ ＝(rεβα０α１dpy
－１
Tlα１kα２mα３)１/(z－α１) (５)

把式(５)代入式(２)中,得到农业劳动力努力程度最优时的单位土地产出,如式(６):

ym＝α０(rδβα０α１dpy
－１
T )α１/(z－α１)(lα１kα２mα３)z/(z－α１) (６)

式(６)两边同乘以D得到农业产出函数,可得式(７):

Y＝α０(δβα０α１dpy
－１)α１/(z－α１)Lzα１/(z－α１)Kzα２/(z－α１)Mzα３/(z－α１)D１－(zα１＋zα２＋zα３)/(z－α１) (７)

把式(７)化简,得到式(８):

Y＝ALγ１Kγ２Mγ３D１－γ１－γ２－γ３ (８)

A 为 TFP,其增长速度反映了农业增长质量变化,且有式(９):

Α＝α０(δβα０α１dpy
－１
T )α１(z－α１) (９)

γ１＝zα１/(z－α１),γ２＝zα２/(z－α１),γ３＝zα３/(z－α１).与传统生产函数不同,式(８)是包含

并体现了农业劳动力劳动努力变化的农业生产函数,其劳动投入不是按传统的劳动力数量L 来衡

量,而是按不可观察的劳动努力与可观察的劳动投入的积ωL 来衡量,从而反映出既定土地经营规模

背景下劳动努力变化引起的农业增长质量效应.
为了将既定土地经营规模背景下劳动力劳动努力变化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分离出来,本文根

据A＝α０(εβα０α１dpy
－１
T )α１/z－α１并加入时间标记i和j可以得到任意两期A 水平之比,如式(１０):

Ai

Aj
＝ βidpiy－１

Ti

βjdpiy－１
Tj

æ

è
ç

ö

ø
÷

γ１/z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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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动努力体现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综合.



将式(１０)可转化为式(１１):

Ai

Aj
＝

yai/yTi

yaj/yTj

æ

è
ç

ö

ø
÷

γ１/z βidpi/yai

βjdpi/yaj

æ

è
ç

ö

ø
÷

γ１/z

(１１)

从式(１１)可以发现,农业增长质量增长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由于农业收入增加会提高劳动努力,
而非农收入会减少劳动努力,因此前者是“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体现出既定土地经营规模背景下劳动

努力变化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其变化与非农收入增长负相关,与农业收入增长正相关,目前

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或增加农业投入来增加农业收入的方式不切实际①,适度扩大农业土地经营规模

是增加农业收入的最为可行途径;后者反映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农业增长质量变化.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１．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选取中国大陆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②的农业投入

产出、农村居民人均农业收入.其中产出以农业(种植业)总产出(Y )来衡量,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６－
２０１７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部分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各省级统计年鉴.投入包括土地(D )、劳动

(L )、中间投入(M )和资本(K ),劳均农业收入(ya )、劳均非农收入(yT
)、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

(dp )分别用人均农业纯收入、人均总收入与人均农业纯收入之差、播种面积除以农业劳动力数的商

来衡量,土地以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衡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６０年统计资料»、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中
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本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数据来源于«新
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０６年的«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中间投入以中间消耗来衡量,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劳动以农业劳动力

数量来衡量,但现有公开资料缺乏相应数据,本文根据农业总产值占农林渔牧业总产值的比例,乘以

农林渔牧业劳动力数量来估算,农林渔牧业劳动力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新中国农业６０年统计资料»、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各省级统计年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人均农业(种植业)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

各省级统计年鉴.农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和农业收入分别采用农业总产值缩减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总产值缩减指数根据农业总产值指数及农业总产值来计算,农业总产值

指数来源于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自回归时间序列模型来估计.

２．劳动努力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贡献核算

(１)参数z的估算和效用最大化检验.由于农业劳动力所享有的其他家庭成员所创造的非农收

入数据不能准确获取,所以本文根据农村改革早期农民工和非农收入较少的特点,假定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６
年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ya/yT

)不变,利用式(１０)和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的数据,本文估算出该时期各

省农业劳动力劳动努力程度效用的偏好性参数z 的数值,各省的数值均大于０,因此效用函数式(４)
第３项－ωz/zδ也就小于０,这表明劳动努力程度越大,对总效用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也即劳动力

努力程度与总效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表１也可以发现:最小的z 值为２．１１,而０＜α１ ＜１,

δ＞０,ω ＞０,则
α１－z

δ ω(z－２)＜０,也即∂２(y,ω)
∂ω２ ＜０,表示ω∗ 是一个极大值的解,当劳动力劳动努力

程度为ω∗ 时,劳动力获得了最大效用,也表明效用函数的设定符合其前提条件和经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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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显著的农业技术进步短期难以实现;中国农业投入也处于世界较高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
自２０１４年起«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不再统计各地区农户农业收入,自２０１７年起大多数省份年鉴也不再统计本省农户农业收入,
导致本文最新数据只能更新至２０１６年.



表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各省劳动力效用函数参数z的估算

省区 Z 值 省区 Z 值 省区 Z 值 省区 Z 值

北京 ３．５８ 河南 ２．７１ 青海 ２．６０ 宁夏 ２．３４
上海 ３．４３ 四川 ２．６８ 河北 ２．５６ 福建 ２．２７
浙江 ３．０７ 山东 ２．６７ 内蒙古 ２．５６ 云南 ２．２５
天津 ２．９４ 贵州 ２．６７ 甘肃 ２．４５ 黑龙江 ２．１７
安徽 ２．８７ 江西 ２．６６ 西藏 ２．４１ 陕西 ２．１４
江苏 ２．８１ 湖南 ２．６６ 湖北 ２．４０ 海南 ２．１３
广东 ２．７９ 山西 ２．６２ 广西 ２．３６ 吉林 ２．１１
新疆 ２．７４ 重庆 ２．６１ 辽宁 ２．３５ 平均 ２．６０

　　(２)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劳动努力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贡献.利用 McMillan等[３７]的思想,本文同样

假定 (βidpi/yai)/(βjdpi/yaj)的数值不变,实际上假定除既定土地经营规模背景下劳动努力以外的因

素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贡献恒定,此时劳动努力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激励指数

(yai/yTi)/(yaj/yTj)[ ]γ１/z来得到.
由式(１１)可知,在农业增长质量既定的条件下,作为激励指数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值增长速

度越慢,那么γ１/z值越大或z值越小,才能维持式(１０)两边相等,此时体现为劳动努力对“农业收入/
非农收入”值的变化较敏感,农业经营规模约束下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越大,反之亦是.
利用式(１１),本文假定１９８５年的劳动努力激励指数为１００,则计算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６年省级水平

的激励指数(见表２),其全国平均值分别为２３８．４、６３８．７、１６６１．８,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９．０７％、１０．３６％、８．２３％,体现出激励指数的增长速度先微弱增加然后下降

的特点.
由于农业增长质量可分为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劳动努力的贡献和其他因素的贡献两部分,假定

劳动努力的激励以外的因素不变(即式(１１)中 (βidpi/yai)/(βjdpi/yaj)＝１),则后者的贡献为０,此时

农业增长质量的改善全部由土地经营规模约束所引致的劳动努力激励推动,据此计算出其导致的农

业增长质量指数(以生产率指数来衡量)(表２).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６年农业增长质量指数分别为１１７．
６、１４２．７、１７３．７,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６３％、１．９５％和１．８０％,
增长速度呈现先增加后微弱下降的特点,这个变化趋势与劳动努力激励指数变化趋势一致.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农业增长质量指数最大的６省依次为陕西、广西、海南、黑龙江、辽宁、云南;最小

的６省依次为安徽、上海、北京、西藏、河南、贵州,这可以发现劳动努力激励指数高的地区多为经济较

不发达省,而劳动努力激励指数小的省则包含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
根据农业增长质量指数和 (βidpi/yai)/(βjdpi/yaj)＝１时的农业增长质量指数可计算出土地经营

规模约束下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实际贡献及其贡献份额(见表３),结果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间

劳动努力激励推动农业增长质量增长了７２．５％(算术平均值),解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

４１．８％(算术平均值).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实际贡献和贡献份额的中位数分别为

６８．６％、３８．１％,二者以农业 GDP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分别为７３．８％、４２．５％,分别比各自的中位数高

５．２、４．４个百分点,表明农业 GDP高的省区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实际贡献和贡献份额都

相对大,农业 GDP低的省的实际贡献和贡献份额都相对较小.
为证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以非农业 GDP① 为权重加权计算出二者的加权平均值分别为

６６．３％、３７．４％,分别比各自的中位数低２．３和０．７个百分点,分别比各自的农业 GDP加权平均值低

７．５和５．１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说明非农业 GDP较高的省劳动努力激励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

份额相对较小(解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份额较小);反之,非农业 GDP较低的省劳动努力激

励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相对较大.而以非农业 GDP为权重的实际贡献加权平均值与其

中位数的相差较小,这表明非农业GDP较高省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不会显著大

于 非农业GDP较低的省.同时如果以各省GDP为权重计算均值的话,实际贡献和贡献份额的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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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农 GDP＝GDP－农业 GDP.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农业增长质量指数

省区
劳动努力激励指数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农业增长质量指数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βidpi/yai)/(βjdpi/yaj)＝１时的

农业增长质量指数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陕西 １８９．０ ７５０．７ ３４１６．３ １０９．８ １９３．７ ３８９．６ １１６．５ １６２．２ ２４３．４
广西 ３２２．２ １０６２．７ ４３１３．９ １４８．２ ２３２．８ ３０６．１ １２８．４ １６５．７ ２２５．９
海南 １５４．３ ８５７．４ ２３７５．４ １１５．４ ２１２．５ ２８１．１ １１０．９ １６７．０ ２１４．２

黑龙江 ３６７．１ ６３１．６ ２７７２．３ １４４．６ １６０．１ ２７３．８ １３４．５ １５２．２ ２１３．９
辽宁 ３８０．４ １０９４．４ ３０９９．１ １５４．７ ２３９．１ ３４１．２ １３２．８ １６６．２ ２０９．２
云南 ２２８．８ ８０９．８ ２５２９．９ １１０．１ １８５．２ ２７８．８ １１９．９ １５８．２ ２０５．２
福建 ２５０．５ ９２３．４ ２３５４．１ １５０．８ ２６２．２ ３７９．５ １２２．７ １６４．１ ２０３．４
吉林 ３４４．７ ９５９．１ １９２８．３ １２２．１ １９９．８ ２５０．３ １３４．０ １７０．７ ２０１．５
甘肃 ２７９．１ ９５２．４ ２５４８．６ １２９．０ １９５．３ ３１７．７ １２３．８ １５９．８ １９８．４
宁夏 １５３．３ ４４９．７ １８６２．０ １０２．４ １７２．８ ２９６．７ １０９．５ １３７．６ １８７．０
河北 ３６９．１ １０６５．２ ２４８５．２ １４９．９ ２６３．１ ３３７．５ １２８．５ １５７．５ １８６．３
湖北 ２４４．２ ６５３．５ １７２０．７ １２６．１ １９３．６ ３１０．６ １２０．３ １４７．５ １８３．５
江苏 ２９９．７ ７３５．３ ２０３４．５ １３４．７ ２２７．３ ３５８．９ １２２．４ １４４．４ １７６．３
山西 ２６７．１ ４７４．７ １７０７．１ １２８．８ １６０．３ ２５３．１ １２０．５ １３４．４ １７１．２
新疆 ３９８．８ ８９６．４ １３０１．９ １５９．３ １７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３．５ １５８．１ １７１．０

内蒙古 ２３２．３ ７９１．２ １４５７．０ １１９．７ ２２２．２ ２７３．４ １１７．９ １４９．８ １６９．５
广东 ３３６．３ ８９０．６ １６２５．４ １４９．６ ２１９．１ ２６０．３ １２５．４ １５０．４ １６８．６
山东 １５３．４ ７１０．３ １１７８．２ １１６．１ ２１２．３ ２８６．４ １０８．６ １４５．９ １６４．０
青海 １１４．９ ３３４．１ １１６０．０ １０３．２ １４６．５ ２４３．４ １０２．７ １２６．０ １６０．５
四川 １４６．７ ３６３．７ １０８３．２ １１１．５ １９６．７ ２７９．０ １０７．５ １２７．６ １５９．８
湖南 １９２．３ ４７６．３ １１５０．３ １２１．０ １９５．４ ２６２．２ １１２．９ １３３．６ １５８．０
江西 １６８．９ ５４８．７ ９５６．２ １１７．９ １９１．８ ２５１．７ １１０．５ １３８．３ １５３．９
浙江 ２０５．６ ６６６．３ １２２３．５ １２３．１ ２３２．０ ３０９．３ １１２．４ １３６．０ １５１．０
天津 ３４５．８ ５８５．６ １０５７．１ １７５．５ ２５２．８ ２８９．４ １２３．９ １３５．７ １５０．６
贵州 １２２．５ ２４６．４ ７４３．６ １０２．８ １４４．７ ２４３．１ １０３．８ １１８．０ １４５．１
河南 １７０．９ ４８４．７ ７８０．１ １１３．７ １９９．０ ２５６．５ １１０．２ １３３．１ １４４．１
重庆 ２４１．３ ６６０．９ １４８．６ ２２５．９ １１８．５ １４３．８
西藏 １０６．１ １２３．７ ４２５．８ １１４．９ １４０．４ １５１．２ １０１．２ １０４．４ １３５．７
北京 １６６．０ ３６２．３ ５８８．７ １４２．６ １９９．７ ２１０．９ １０７．９ １２１．３ １３０．８
上海 ２６５．０ ４３５．９ ５３４．４ １６７．６ ２２２．８ ２２９．５ １１６．１ １２５．３ １２９．７
安徽 １７５．８ ２２３．４ ４４２．３ １１０．２ １４６．２ ２０８．７ １０９．９ １１４．４ １２８．１
平均 ２３８．４ ６３８．７ １６６１．８ １２８．２ １９８．２ ２７６．０ １１７．６ １４２．７ １７３．７

　注:除海南的指数１９８８＝１００、重庆的指数１９９７＝１００外,其余省的指数均为１９８５＝１００.

表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份额及实际贡献 ％
省区 贡献份额 实际贡献 省区 贡献份额 实际贡献

新疆 ７０．４ ７１．７ 江西 ３５．４ ５４．４
西藏 ６７．７ ３３．９ 重庆 ３４．９ ４３．９
吉林 ６７．４ １００．９ 山东 ３２．７ ６０．１

黑龙江 ６５．２ １１２．１ 四川 ３１．８ ５５．９
海南 ６２．４ １１２．４ 贵州 ３１．１ ４５．３
广西 ６０．０ １２１．７ 河南 ２８．８ ４５．６
云南 ５７．８ １０２．１ 江苏 ２８．６ ７２．４
山西 ４６．６ ７１．８ 北京 ２７．５ ３０．４
陕西 ４５．９ １２７．５ 天津 ２６．５ ４９．５
辽宁 ４４．５ １０６．７ 安徽 ２５．９ ２９．３
甘肃 ４４．２ ９４．２ 浙江 ２３．９ ４９．２
宁夏 ４３．８ ８４．９ 上海 ２２．６ ２９．１
广东 ４２．６ ６８．１ 中位数 ３８．１ ６８．６
青海 ４１．８ ６０．４ 算术平均 ４１．８ ７２．５

内蒙古 ３９．７ ６８．６ 加权值１ ３７．６ ６６．１
湖北 ３８．１ ７７．８ 加权值２ ４２．５ ７３．８
福建 ３６．５ １００．２ 加权值３ ３７．４ ６６．３
河北 ３５．９ ８５．６ 加权值４ ４１．３ ７４．６
湖南 ３５．４ ５７．２ 加权值５ ３７．２ ６５．９

　注:表中“中位数”为在所有省的贡献份额或实际贡献数值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数值;“算术平均”为所有省中贡献份额或实际贡献数

值的全国算术平均数;“加权值１－５”分别为以同期省级水平的GDP、农业GDP、非农业GDP、农业劳动力劳均农业GDP、人均非农业

GDP为权重加权计算所得的全国均值;海南、重庆的年份分别为１９８８－２０１６年、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实际贡献为２０１６年比１９８５年的农

业增长质量增长中劳动努力贡献的绝对数值,贡献份额是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农业增长质量增长中劳动努力贡献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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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６６．１％、３７．６％,分别比各自的中位数低２．５、０．５个百分点,分别比各自农业 GDP加权平均

值低７．７、４．９个百分点,也比各自算术平均值低６．４、４．２个百分点,表明 GDP高的省劳动努力对农业

增长质量的贡献并没有GDP低的省多,这个结果与以非农业GDP为权重的结果类似,这是因为现代

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 GDP所占比重较低,非农业 GDP处于主导地位.
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努力决策与其“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值相关,所以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以农

业劳动力劳均 GDP为权重和人均非农业 GDP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①,前者的实际贡献为７４．６％,解
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４１．３％;后者的实际贡献为６５．９％,解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

３７．２％;前者的实际贡献和贡献份额比后者相应值分别高１３．２％、１１．０％,前者比中位数相应值分别

高８．７％、８．４％,表明对劳均农业 GDP较高省来说,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实际贡献和贡献份

额均相对较大;反之,对劳均农业GDP较低省来说,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实际贡献和贡献

份额均相对较小.此外,贡献份额中以劳均农业 GDP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４１．３％)明显高于以农业

GDP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４２．５％)和中位数(３８．１％),说明在比较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

贡献中,劳均产出较高的省比农业总产出高的省更为明显.
从省级水平的贡献份额来看,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期间解释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份额低于３０％的省

依次为上海、浙江、安徽、天津、北京、江苏、河南７省,平均解释份额为２６．３％,除安徽和河南外,其余

省的非农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解释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高于５０％的省依次为新疆、西
藏、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云南７省,平均解释份额为６４．４％,这些省的非农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

国中下水平.贡献份额中排名最前７省的平均值是排名最后７省平均值的２．４倍,同时前者对农业

增长质量增长的实际贡献平均值(９３．５％)也是后者相应值(４３．６％)的２．１倍,表明劳动努力对农业增

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和实际贡献在区域间具有显著差异.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解释份额低于３０％的７省和高于５０％的７省“农业收入/非

农收入”算术平均值分别为０．５８、１．２５,后者是前者的２．１６倍;同时同期的农业收入变化率、非农收入

变化率与贡献份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４８、－０．１１,相应的p 值分别为０．０１、０．０１,说明农业收入增长

显著地有利于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贡献的提高,而非农收入增长则具有显著的相反效应.
“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算术平均值、变化率与贡献份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１、０．６４,相应的p 值分

别为０．００、０．００,说明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及其变化显著相关.
此外,劳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１,p 值为０．００,反映出较大的土地

经营规模对应较高的农业劳动力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比值,这也使得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

长贡献较为显著.
(３)分阶段的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为了考察不同时期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

量增长贡献的变化,本文将研究期分为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三个时间阶段

来分析.利用前文相同的办法,认为研究初始期前两年的劳动努力激励接近不变,分别估计了这三个

阶段的z值和相应的激励指数,然后结合同期的农业增长质量指数,估算出相应阶段中劳动努力对

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具体结果如表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劳动努力分别解释了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

７４．４％、４９．１％和３８．６％(省级水平的算术平均值),后两个时期分别比各自的前一期的解释率分别减

少３４．０％、２１．４％,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趋向缓和.
根据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贡献份额的变化趋势,本文将所有省分为三类别区域:一类区

贡献份额不断下降,包括表４左半边的浙江、湖南、上海等１６省,贡献份额由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的

７８．０％,持续下降至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４４．０％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３１．４％,其中贡献份额相对下降幅度

最大的前４省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和河南,其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贡献份额分别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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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 GDP采用劳均的口径主要是因为这部分 GDP是农业劳动力创造并分享的;而 GDP采用人均的口径主要是因为这部分

GDP是非农生产者创造并分享的,农业劳动力只是分享了非农就业家庭成员的收入.



贡献份额减少了７７．２％、７６．４％、７６．０％、７５．９％;贡献份额下降幅度最小的４省依次为湖南、青海、吉
林和福建,其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贡献份额分别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下降了３２．３％、３３．５％、３３．６％、３７．７％.

表４　分阶段的劳动努力激励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 ％
省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省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天津 ９１．１ ２１．１ ２０．８ 云南 ８１．５ １１０．４ ４２．７
北京 ８９．８ ３１．１ ２１．２ 广西 ６６．４ ７４．５ ６７．１
上海 ５８．９ １７．５ １４．１ 江西 ５５．４ ６２．０ ２２．３
河南 ８２．５ ３７．１ １９．９ 黑龙江 ９３．９ ９５．６ ４６．９
山东 ７５．３ ４４．２ ２４．３ 新疆 ９１．５ ９２．８ ５４．６
西藏 ８５．５ ６３．１ ２７．８ 四川 ４０．１ ４０．４ ３９．２
甘肃 ９１．７ ７２．５ ３０．６ 二类区平均 ７１．５ ７９．３ ４５．５
河北 ８８．７ ３８．２ ３１．４ 江苏 ８２．５ ２１．７ ４２．７
湖北 ８６．０ ４８．７ ３２．６ 安徽 ５９．６ １８．５ ２７．１
辽宁 ９３．８ ５１．０ ３９．４ 山西 ８９．０ ４１．０ ４６．３

内蒙古 ８９．４ ３８．１ ３７．９ 陕西 ７８．９ ４５．０ ６６．８
浙江 ３９．４ ３６．１ ２１．４ 广东 ５８．３ ３８．３ ６４．５
福建 ６４．５ ４４．９ ４０．２ 贵州 ５２．０ ３５．５ ３６．８
吉林 ９２．３ ６６．８ ６１．３ 宁夏 ６１．４ ４４．０ ５８．４
青海 ６２．４ ５３．１ ４１．５ 三类区平均 ６８．８ ３４．８ ４８．９
湖南 ５６．４ ４０．８ ３８．２ 总体中位数 ８１．５ ４４．０ ３８．２

一类区平均 ７８．０ ４４．０ ３１．４ 总体平均 ７４．４ ４９．１ ３８．６

　注:比较贡献份额变化时未包含数据不完整的海南和重庆.一类区按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贡献份额的下降幅度由大到

小排列,二(三)类区按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贡献份额增长幅度(减少幅度)由大到小排列.

　　二类区贡献份额上升后再下降,包括四川、江西、广西、云南、新疆、黑龙江等６省,二类区贡献份

额由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的７１．５％,上升至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７９．３％,增长了１０．９％,此时增长幅度最大的

云南,增长了３５．４％,增长幅度最小的是四川,仅增长０．７％;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二类区的贡献份额则大幅

度下降至４５．５％,比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减少了４２．６％,此时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江西,其贡献份额比上一期

减少了６４．０％;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四川,其贡献份额仅减少２．９％.
三类区贡献份额变化趋势是先下降再上升,包括贵州、广东、安徽、宁夏、陕西、江苏、山西等７省,

贡献份额由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的６８．８％大幅下降至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３４．８％,下降了３４．０个百分点,此
时下降幅度最大的江苏,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贡献份额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减少了６０．８个百分点,同期

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宁夏,下降了２８．３％;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三类区贡献份额又上升至４８．９％,比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１４．１个百分点,此时贡献份额增长数值较大的为广东,增长了２６．２个百分点,同期增

长数值最小的是贵州,仅增长了１．３个百分点.
同样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与贡献份额的关系,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算术平均值分别是１．２０、０．９８、０．５６,“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变
化率①分别为０．２％、－６．２％、－６．６％,均与贡献份额呈现递减趋势.同时分时间段核算的“农业收

入/非农收入”算术平均值和变化率与贡献份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６１、０．８０,相应值的p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０．００,表明分阶段时“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及其变化与贡献份额仍然显著相关;同时劳均土地经

营规模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２,p 值为０．０１,同样反映出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与农

业劳动力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比值显著正相关.
此外,三个类别贡献份额的变化特点的差异关键在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贡献份额数值,因此本

文比较三个类别区域同期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变化率,一类区和三类区的年变化率分别

为－７．５％、－６．５％;二类区相应值(－２．３％)分别是一、三类区的３１．０％、３５．９％,因此其贡献

份额显著比一、三类区高;而三类区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变化率为－４．３％,是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变化率的８１．５％,也造成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贡献份额比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相应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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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各类别区域“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变化率的算术平均数,以下均相同.



总体来看,尽管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三类区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变化趋势各有特

点,但总体上保持了下降的趋势,并大体体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努力的贡献份额下降幅度较大、经
济落后地区或农业大省的贡献份额下降幅度较小的特点,并且贡献份额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值

及其变化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值与劳均土地经营规模也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借鉴 McMillan等[３７]农业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建立了包含劳动努力的农业生产函数,以农业

TFP来衡量农业增长质量,在此基础上估算出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
(１)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既定的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的劳动努力推动农业增长质量提高了７２．５％,解释了

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４１．８％.(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则分别解释了

同期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７４．４％、４９．１％和３８．６％,表明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呈

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趋向减缓.(３)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幅

度较大,而经济落后地区或农业大省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幅度较小.(４)劳
动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显著正相关,劳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收入/
非农收入”也显著正相关,表明较高的土地经营规模往往具有较高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并提高劳

动努力及其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
早期中国工业部门不发达,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都很少,农业收入是农户的主要来源,

农户只有增加劳动努力和劳动投入才能增加总收入,此时的农业收入对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激励,劳动

努力对农业增长质量的贡献也较大.随着工业部门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增长

明显快于农业收入增长,在既定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农户收入主要来源由农业收入逐渐演变为非农

收入,导致“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劳动努力下降,农业新技术获取的激励减弱,劳动努力对农业增长

质量的贡献也随之下降.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农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值和劳动努力相对较

低,其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也较小;而经济落后地区或农业大省的农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相对较大,劳动力具有相对高的劳动努力,其对农业增长质量增长的贡献因此显得较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提出如下建议:
(１)鼓励土地经营权转让或交换,扩大农业劳动力土地经营规模.完善土地经营权转让或交换法

律法规细则,保障经营权转让和交换契约的稳定性,建立公共数字化交易平台,成立以村委会为媒介

的交易中介组织,减少交易者的搜寻成本,鼓励农户对其耕地、荒地、林地、草地的经营权进行转让或

交换,以提高农业劳动力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２)土地经营规模大小要根据各地农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区别对待.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农

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比值较低,需要大力推动土地经营权转让或交换,以实现较大的土地经营规

模;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比值较高,其土地经营规模可以小于经济发达

地区.此外,各地农作物类型、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土地肥沃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单位土地面积产

值和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比值,因此恰当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随这些因素不同而呈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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